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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前后地质学知识的普及

张九辰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 要 现代地质学传入后，中国地质学家在从事地质教育与研究的同时，

就着手向社会大众普及地质学知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对科

学知识的需求更为迫切。科普工作并不因战争而停顿，反而形式更加多样、内容

更为丰富。地质学知识与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具有很好的科普功能。
本文选取分析地质学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科学家个人在科学普及工作中的贡

献，以及普及地质学知识的途径和动因。并希望通过对战争前后地质学科普工

作的分析，探讨科学普及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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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之后，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方法、宣传科学思想与精神成为中

国科学家的历史使命，抗日战争期间这项工作尤显重要。社会的需求使各个领域、不同学

科的科学工作者，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目前学界对于

科学普及史研究，主要侧重于场馆、期刊和读物等科普的形式和渠道，以及科普人物和机

构团体的研究。较少从自然科学的内容入手，分析科普的知识内涵和学科特点。本文选

择民国时期的地质学科，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和比较，探讨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科学家个人

在科学普及工作中的贡献及其途径、动因和社会影响。

1 战前的地质矿产科普展览

1949 年以前，科普工作是在“科学社会化”、“科学大众化”等旗帜下展开的［1］。各科

学机构和团体通过发行科普读物，举办科学展览与演讲，开展科普教育，创办图书馆、博物

馆、民众教育馆、科学馆等多种形式，宣传科学观念，倡导科学精神。
矿物岩石和古生物等标本的收集、整理与展示，是地质学的基础工作之一。它既是地

质成果的直接体现，也是地质知识的直观表达。地质展品直观、生动，地质材料易于理解，

也可以用于吸引大众的科学兴趣、普及科学知识。因此中国地质事业从创建之初，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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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古生物和矿物岩石标本的陈列展览工作。几乎所有的地质机构在建立几年之内都设立

了地质陈列室或陈列馆，规模较大的地质机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将陈列馆对社会开

放。在众多的地质陈列馆中，中央地质调查所( 以下简称“中央所”) 陈列馆以“材料之丰

富，陈设之完备”，“更为国内各陈列馆之所不及”①。该所陈列馆也是抗战爆发前，唯一对

社会开放的地质陈列馆。
中央地质调查所从建所之初即着手地质陈列馆的建设，并在开滦、北票、中福等煤矿

公司和一些实业家的捐助下一再扩大陈列馆的规模。1930 年春季，地质陈列馆开始举办

公开展览; 1935 年地质陈列馆随该所迁往南京，同时在北平保留了部分陈列品。1936 年，

在北京周口店挖掘现场发现三具北京人头盖骨，一时间轰动了全世界。其社会影响进一

步促进了地质陈列馆的建设。至 1937 年抗战爆发以前，南京的地质陈列馆已经建立起

15 个陈列室，除节假日外每日下午向社会开放②。但是该陈列馆在抗日战争期间遭到严

重破坏。抗战胜利后中央所迁回南京时，遗留的大部分标本已经遗失，陈列馆的柜子也不

知去向。直到 1948 年 10 月，地质陈列馆才恢复向社会开放。
相比于永久性的地质陈列馆，举办临时性的展览对环境条件的要求较低，在普及科学

知识方面效果也好。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学术机构和团体大量涌现。这些机构和团体

联合组织临时性展览，成为普及科学知识的有效方法。1935 年，在教育部和实业部的联

合支持下，中央地质调查所、北洋大学矿冶系、中国矿冶工程学会等多家机构和学术团体

联合，在北洋大学举办了《全国矿冶地质联合展览会》③。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通过督促

各机构举办临时展览的方式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与宣传。例如，1935 年湖南省民众常识

指导委员会就督促各实业机关自行举办展览会“以资灌输民众各种常识”④。展览会采取

时间地点自定、经费自拟、对民众免费开放的办法，扩大科学知识的普及。
在多种形式的展览会中，大多有地质机构的参与和支持。1937 年初，地方地质调查

机构利用湘粤赣鄂四省联合举办特产展览会的机会，提供矿物岩石标本，举办展览。虽然

这是“俾四省民众比较观摩对特产之认识，扩大推销并加以研究审评奖励改进为主旨”⑤

的展览会，其经济意义大于科学目的，但由于该展览分别在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以每市

3 周流动性公开的方式进行，宣传效果很好。

2 抗日战争期间地质学知识的普及

抗战期间大批机构迁至西南，在文化落后的地区普及科学知识尤显重要。战争期间

临时搬迁至西南的地质机构，一时无法建立起永久性的地质陈列馆。为了弥补战争造成

的损失，也为了尽快恢复科普职能，举办临时性地质展览成为有效的措施。在重庆期间，

①

②

③

④

⑤

地质界消息，《地质论评》，1937 年，第 2 卷第 2 期，216 ～ 218 页。
地质界消息，《地质论评》，1937 年，第 2 卷第 3 期，266 页。
参见湖南省档案馆档案: 101-1-39 外单位人员任职及机构成立、迁移; 安延恺《从北洋西学学堂矿冶科到北洋大

学地质系( 1895 ～1947) ———历史史实回顾》( 王鸿祯主编，《中外地质科学交流史》，石油工业出版社，1992 年) 。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 101-2-22 关于社会活动及其他事务文件。
湖南省档案馆档案: 101-2-28 关于筹备参加国际博览会及调查水利建设和标本说明等有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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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质调查所加强了野外考察，利用新收集的标本举办展览，并支援其他机构的展览与

陈列。该所一度努力恢复地质陈列馆，但只能不定期地向社会开放。湖南省地质调查所

在抗战最艰苦且所址不断迁移的情况下，把收集到的大量矿物岩石和化石标本进行整理，

建立起“当时国内少有的、仅次于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规模、颇有知名度的湖南长沙地质

陈列馆”［2］。更多的地质学科普活动需要依托于临时性的宣传展览活动。
40 年代资源委员会①举行工矿产品展览会，在资源馆陈列部展出了地质机构提供的

矿物岩石标本。抗战期间地方机构也利用多种条件举办展览活动。1943 年 8 月，江西省

地质调查所利用建设厅中正堂举行地质矿产展览会②，展品主要是该所在抗战期间收集

的矿物岩石及土壤标本。由于展品有限，地质机构之间通过互借展品的方法来丰富参展

的内容③。
地质机构通过创建陈列馆( 室) 和举办临时性展览等多种形式开展的科普活动，既丰

富了迁至西南地区民众的文化生活，也有利于提高当地人民的精神生活。
2. 1 学术团体年会期间的科普活动

中国地质学会从创建之初，即确定其宗旨是促进地质学及其相关学科的进步。学会

通过定期召开会议的形式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个充分和自由讨论科学原理和科学问题的

机会”［3］。从该会的宗旨和抗战前组织的活动来看，当时没有把普及地质学知识作为学

会的重要工作。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普及地质学知识被纳入到学会的活动之中。
1938 年，刚刚迁到重庆的中国地质学会，“为提倡学术及唤起社会人士对地质的兴趣

起见”，在重庆举办了公开学术演讲，听众约五六十人。这次公开学术演讲邀请了四川省

地质调查所的常隆庆报告“川西南之现状及其资源”，中央所的李善邦讲解“扭秤探矿之

应用”，中央所的方俊介绍“欧洲最近地球物理学之趋势”④。
1944 年，中国地质学会年会在贵阳举行。这也是 1949 年以前在贵阳举办的唯一一

次地质学学术年会。会议期间不但组织地质学家参观工厂、学校，并举办公开演讲。这次

的公开演讲有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李四光报告“地史及地壳之认识”，中央所的李春

昱主讲“地质学之理论及应用”，贵州省地质调查所的乐森璕介绍“贵州之矿产资源”［4］。
即使是公开性的演讲，由于宣讲者多为专业人员，社会显示度仍然有限。最能够拉近

科学与大众之间距离的方式，仍然是展览。陈列展览地质标本可以吸收更多的专业以外

的社会人士参加，普及科学知识更为直接、效果更好。由于战争重创了地质机构的展品资

源及设备条件，多机构联合参与的临时性展览就成为地质学科普宣传的重要途径。战争

期间学术团体在组织临时性科普展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 年在重庆召开了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八届年会。这一年也正是中国地质学会成

立 20 周年。为了扩大宣传并组织庆祝活动，3 月 16 日至 18 日地质学会在重庆中央图书

①

②

③

④

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是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于 1932 年，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是中华民国政府于 1932
年至 1952 年期间负责重工业发展与管理相关工矿企业的政府机构。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的最高经济领导

部门。
江西省档案馆档案: J023-1-01804-008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全宗号 375，卷宗号 146。
《地质论评》，1938 年，第 3 卷第 5 期，548 ～ 5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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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内举办了多机构联合参与的地质展览会。由于这次展览展品丰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

重视。三天内观众达数万人，被誉为“战时陪都最伟大最有意义的展览会之一”［5］。
展览会展示了地质标本、地质图和地质学刊物。抗战期间，中国地质学家利用各种条

件和资源开展工作。中央所地图测绘室根据西方人在中国西部的地质考察报告，整理并

绘制出《我国西部地质地理考察路线图》。这张图反映了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中国西部

科学考察活动动态，引起了参观展览的外国人关注［6］。
尤其引起社会大众兴趣的是巨大的禄丰恐龙化石标本，此标本是 1938 年在云南禄丰

地区发现的，该地至今也是世界恐龙化石保存数量最多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当时在禄

丰一带发现了 24 属 30 多种，分别属于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三大类，统称为“禄

丰蜥龙动物群”。其中尤其以许氏禄丰龙的发现震惊全球。这种恐龙的体积不大，距今

已有 1 亿 8 千万年，属于最古老的种类。由于保存完整，它对于研究恐龙早期进化具有重

要意义。禄丰恐龙化石运抵北碚后“参观者甚众”。恐龙化石的发现与研究者杨钟健专

门撰文介绍标本采集、修理、研究及预备装架等情况。由于西南地区科学文化事业相对于

东部落后，一些参观者并不了解恐龙化石的科学价值。化石展出后“当地人并有持香来

叩头者，因为是‘龙’，自然有人崇拜”［7］。可见科学知识普及的紧迫性。
1943 年举办的中国地质学会第十九届年会，再次举办地质学展览。此次参展的单位

除了地质机构和高校地质系外，资源委员会、经济部矿冶研究所、甘肃石油管理局和中国

兴业公司等相关机构也参与了展览( ［4］，87 页) 。即使对环境条件要求较低的临时性展

览，在战争中举办也是十分困难的。在此后的地质学会年会中，没有继续举办临时性

展览。
2. 2 协助地方创建科学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开始加强公众文化教育设施的建设。图书馆、博物馆、民众

教育馆、科学馆纷纷建立。从学术研究与科学普及相结合的角度看，图书馆的科普影响是

比较有限的( ［1］，18 页) ，而民众教育馆只是一种社会教育机构。相比而言，博物馆在普

及科学知识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博物馆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

态，较好地结合科学普及与科学研究工作的机构，当属科学馆。
1923 年和 1925 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分别在第九届和十一届年会上，明确提出模仿

欧美各国的办法，在通都大邑建立公共科学馆的计划［8］。1930 年，湖北省首先建立了科

学实验馆。此后，福建、安徽、山西、甘肃等省也相继建立起科学馆( 各省科学馆名称略有

差异，有科学馆、科学实验馆、教育科学馆、科学教育馆等等) 。早期建立的科学馆一般设

立有物理、化学、生物等部，直接与中学的理科教学科目对接，工作重点也是为中学理科实

验提供指导和设备。例如 1930 年成立的湖北省立公共科学实验馆( 后改名为湖北省立科

学馆) 就是以服务地方中学教育为目的。
1933 年成立的福建省立科学馆，最先明确将民众科学普及作为科学馆的功能之一。

从此以后，虽然中学没有地质学课程，地质标本因可视性强、普及知识效果好，在多数科学

实验馆中都设有相关部门，负责收集、整理、陈列矿物岩石标本。
科学馆的快速发展，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战争的爆发激起国人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和

对科学知识的渴望。国民政府教育部于 1941 年启动了一系列推行民众科学教育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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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并颁布了《省市立科学馆规程》和《省市立科学馆工作大纲》，要求从 1942 年开始各

省市至少设立省市立科学馆一座( ［1］，33 页) ，从而推动了抗战期间科学馆的建设。由

于条件的限制，只有部分省区真正建立起科学馆①。
战争前后科学馆的功能有所不同，战时拓展了工作的内容。除了普及民众科学知识、

辅助和指导中学自然科学学科教育外，还结合当地自然资源等条件开展科学调查与研究。
甘肃省科技馆是其中比较突出的。

抗战初期科学机关大多迁至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区，迁往甘肃的科学机关很少。为了

“改进学校自然科学教育，推进民众自然科学教育，调查甘肃自然资源，进行科学实验，推

进社会教育”［9］，1939 年 1 月 1 日在兰州成立了甘肃科学教育馆( 1944 年 8 月更名为国立

西北科学馆) 。科学馆最初隶属于中英庚款董事会，后改归教育部。成立后除了致力于

设立科学技术展览、制造科学仪器、撰写科普文章、举办通俗科学演讲等多种形式的普及

宣传科学知识等活动外，还积极参与研究工作和学术交流。抗战期间为了开发西部地区，

各级政府和机构组建了多种形式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甘肃省科学馆利用地利的优势，先

后参与过西北一带的科学考察。在这些活动中，该馆不但支持了考察团的工作，也为标本

的收集和研究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还通过参与当地学术团体的活动并组织会议，促进

学术研究与科学普及的结合，扩大了科普宣传工作。该馆的科学活动涉及学科领域广泛，

包括天文、动植物、矿物、化工等多方面的学术活动。此外为了扩大影响，科学馆还编辑出

版了《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学报》、《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专刊》，将其成果推向大众。
建设科学馆的最大瓶颈是专业人才，这一点在西南地区更为明显。战争期间科研机

构的内迁，为西南地区输送了大量科研人才。战争初期，作为广西省首府的桂林成为文人

荟萃、学术机构云集的文化中心，被誉为“文化城”。桂林科学实验馆的建立，直接得益于

中央研究院地质所、物理所等研究机构迁至该地，其中尤以地质所的贡献最大。地质所在

桂林停留长达 7 年之久，所长李四光曾经与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商量，在广西大学内设立

科学实验馆，招纳技术人才，从事战时必须的物资器材的研究。他们的设想曾经得到桂系

军阀李宗仁的许可。该所迁到桂林以后，来自于国民政府的经费一再核减，使科研机构面

临经费不足的问题。为了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地质所一方面开展广西地区矿产资源的

调查，另一方面积极促成在桂林发展科学事业。在李四光与马君武的共同努力下，1938
年 7 月广西省政府与中央研究院在良丰合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由李四光担任馆长［10］。

成立桂林科学实验馆的目的，是为了“研究解决广西省建设上实际问题之试验及设

计机关”。该馆《组织大纲》规定: 1. 应用自然科学从事研究各项实际问题; 2. 搜集各项

可供科学研究之材料，并设备各项科学工作必需之工具; 3. 协助广西科学教育之发展②。
实验馆设立有一个试验工厂，生产少量科研及教学仪器。科学馆与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

的不同之处，在于科学实验馆的建设是为社会服务，所以仪器设备均向社会大众开放。科

学馆内部的不同部门之间也可以实现资源共享，这样可以更为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
实验馆计划建立 9 个内部机构: 工场( 包括发电所、金工、木工及电工等) ; 陈列室( 陈

①

②

各科学馆的具体情况，参见文献［1］，第 33 ～ 34 页。
1938 年《广西省政府公报》。转引自文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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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各种科学材料样板，分地质、矿产、农产以及科学仪器模型等) ; 图书室; 化验室( 与广西

省政府化验室合作) ; 物理实验室( 与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合作) ; 地质矿产研究室( 与

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合作) ; 慕祥研究室( 注重防疟与病虫害研究) ; 冶金炉; 等温室等。
不难看出，科学馆的设置“皆以问题为对象，就问题紧急者，择其重要部分延揽专家，协力

以谋解决之方”［11］。
桂林科学实验馆创建于战争时期，因此科学实验馆具有鲜明的实用性特点。其工作

性质大半与农矿工各种事业之发展密切相关。战时各种条件的限制，也使得添置仪器设

备十分不易，有关的计划无法全部实施。但是由地质所负责的陈列室的地质矿产部分、地
质矿产研究室的工作均已落实。中央研究院落户桂林，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的科学文化

事业。这也为中研院的研究所在广西开展工作争取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2. 3 创办科普期刊

随着地质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培养专业人才的同时，如何向社会普及地质知识，鼓励

更多青年学子投身地质事业，成为高等院校的职责。于是一些高校开始创办地质学科普

期刊，其读者对象为初学地质的人员及地质爱好者。
当时多数高等院校地质系都创办有刊物，因条件所限，刊物出版时间短、不定期、印刷

质量较差。由于多数期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较难统计高校地质系出版期刊的总体情

况。目前所见具有科普功能的地质学刊物，主要有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编印的《地学丛刊》
和中山大学地质学会编印的《大地》影响较广。《地学丛刊》创刊时间不详，其内容多为地

质学家在广东一带地质考察报告和游记。这里以《大地》为例，分析此类刊物的办刊宗旨

及特色。中山大学地质学会从 1937 年 1 月开始创办《大地》杂志。刊物的创办目的，与

当时国内多数地质学刊物略有不同，是以向社会普及地质学知识为使命。正如何杰在发

刊词中指出，国内虽有不少地质学刊物，“内容是十分丰富，不过可惜都是些专门论著，每

觉理论深奥，名词复杂，非一般读者可能了解。我中山大学地质学会同人，为要使人们明

了地球上的种种变迁，例如地震与火山爆发，都有一定的原理，不要误会是一种神秘的事

情，更不要疑神说怪; 要使人们对于在地质学上有普遍的认识，所以利用浅易的文字，发行

这《大地》月刊。”［12］

陈国达在“本刊的使命”中也强调:

要想一种科学能够普遍地发达，除了学校里的科目之外，课外的读物实在不能缺

少。地质学在中级学校科目里既不完备，则课外读物尤其是一个通俗的定期刊物，更

觉需要。可是环顾国内关于这一科学的期刊，虽然已有好几个，但大都不适合于一般

没有学过地质学的人去读阅; 勉强读下，就会由不懂，乏味而至头痛……为了这，我们

这《大地》当然是很需要地产生出来。我们目的是要利用通俗的，最好是科学小品式

的，会使人看去不特不觉枯涩，而且很有趣味的文字，把地质学的知识灌输到每一个

人的脑里去，使人人都能了解宇宙间，大地上一般地质的或与地质有关的现象，都能

知道地质学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和重要，更使人人能有地质学研究的兴趣，和清楚

的认识，即如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或至低限度即如地域其他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生
物学等一样。［13］

《大地》的创办起因，也可以从陈国达的讲述中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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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科学之在中国，虽然已有上二十几年的历史，并且经无数专家们的努力，已

经发达到相当的程度了。可是什么是地质学呢? 在一般人中恐怕还有很多不知道。
比方从前把石燕当作奇异的药材，把哺乳类、爬虫类等脊椎动物的骨头看做神秘的龙

骨，到现在，这样的情形，仍旧没有多大的减少。记得有一次，我跟随斯行健先生到山

西太原附近采集植物化石，在一个山边掘了不到一天，便惊动了许多乡人来观看，以

为我们是在挖着什么宝贝了，那山的主人也对自己说:“我的山出了宝贝来了!”他于

是想到发财了，但究竟那是什么宝贝呢? 掘出来，又有什么用处呢? 又送到什么地方

去卖呢? 关于这，他一切不明白，便只好阻止我们再掘下去，或者要我们给他一些钱

才得挖掘。这一来，对于学术工作的进行，固然有着很大的阻碍，可是别一方面，他或

甚至一般人，对于科学尤其是地质学是这样 的 毫 无 认 识，却 实 在 不 能 不 令 我 们

叹息! ［13］

《大地》的编辑和作者，以中山大学地质系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为主。其刊物封面的广

告词就是:“普及地质矿冶知识，鼓吹探险旅行事业”。因为面对普通大众，读者面较广，

该刊每月发行 1 期，一直出版至 1940 年。虽然抗战后该刊物的纸张及印刷质量明显下

降，但该刊内容仍然以发表通俗文字或介绍最新学说的地质综合类文章为主。以《大地》
创刊号为例，本期共发表 10 篇科普性文章、2 篇书报介绍、3 篇知识性的补白①。

3 地质学家的科普读物

撰写学术研究之外、能够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的科普文章，成为很多地质学家的个人爱

好。早期成长起来的几代地质学家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于是在学术研究之余，写作诗

歌、散文、小说……以至于吟诗成为中国地质学会年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当然，地质学家

发表更多的是科普文章、游记、人物传记甚至他们本人的自传。“科普读物”通常翻译为

“popular science”，它的英文解释是“science made simple for the public”( ［1］，199 页) 。科

学性与通俗性是科普读物的主要特点，因此地质学家们撰写的游记、人物传记和自传也可

以纳入科普作品当中。这些作品在中国社会普及地质学知识的同时，也弘扬了科学精神。
与前文述及的临时展览和陈列馆等科普形式相比，地质学家撰写的科普读物持续时

间最长，几乎贯穿了中国现代地质学的整个历史时期。以古生物学家杨钟健为例，他撰写

的科普读物，从战前的《去国的悲哀》( 1929 年) 、《西北的剖面》( 1932 年初版，2014 年再

版) 、《剖面的剖面》( 1937 年完成，2009 年出版) ，到抗战期间的《抗战中看山河》( 1944 年

初版，2014 年再版) ，直到抗战胜利后的《新眼界》( 1947 年) 、《国外印象记》( 1948 年) 等

等，其中除个别手稿不幸因战争未能出版外，多数游记在撰写完成后即正式出版发行。
野外考察是地质学家的基本工作。他们在野外工作期间除了寻找矿产资源、观察地

层结构和地质构造外，也在关注所经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生活习惯、文物古迹、气
候植被、山川分布……因此野外归来撰写的游记，成为地质学家利用笔墨余暇写成的、最

① 10 篇文章分别是: 地质学的认识、宝石之鉴别、灵山地震调查记、食盐、石油的话、伟晶花岗岩、谈地、谈谈石

炭、河流的话、从“泥变石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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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欢迎的科普读物。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许多报纸纷纷开设专栏，普及科学知识，宣传科学思想。当时的

《大公报》、《世界日报》、《北平新报》、《华北日报》、《益世报》、《中新晚报》等新闻报纸都

开设有科普专栏。如《华北日报》的“华北副刊”、《益世报》的“史地周刊”、《世界日报》的

“自然副刊”、《中新晚报》的“自然科学”等等。1945 年《中新晚报》在第二版开设了《自

然科学》专栏。专栏在前言中强调: “世界上的国家愈强盛，科学也愈发达。科学之有益

于人群，实非浅欤。如国防之巩固，工业之振兴，实业之发达，在在均由于科学普及所致。
我国科学，一向落后，今日抗战胜利，于军事告终，今后正宜致力科学，以为强国之基础，本

报之增设科学，即愿以绵薄之力，加以研究”①。《自然科学》专栏第 1 期就发表了一系列

关于北京猿人的小文章。
一些期刊也纷纷刊载地质学家的科普文章和野外考察游记。《科学杂志》、《旅行杂

志》、《西北评论》、《西北通讯》、《独立评论》等综合性刊物，以及《地质论评》、《大地》、
《地学丛刊》等专业性或专业科普性期刊，都刊载有地质学科普类文章。由于此类文章数

量巨大，本文无法一一列举。这里仅以地质学家贾兰坡的科普文章为例。抗战胜利以后，

地质学家的野外考察开始增多。贾兰坡此时到西北考察并发表了大量科普文章，介绍西

北风土人情。这些文章分别发表在《西北通讯》［14］、《旅行杂志》［15］等刊物上。此外，由

于他长期在周口店工作，还在《科学》［16］等刊物上发表介绍北京猿人的文章。
地质学家撰写游记，并不是为了猎奇，他们有着更高的追求。杨钟健在他的游记中，

强调“游览的科学化”。他以洞穴旅游为例，对比了中西方的差别:“西人对于洞的欣赏，

也并不在我们以下。他们著名之洞，洞内装有电灯，明如洞外。洞内各景，均加以科学的

说明，游者入内一周，即可有许多常识，与了解自然美景之真实情形，非如我们的洞内，不

是几尊破佛像，即为无聊之题咏”［17］。从中道出了科学游记的社会意义。
地质学家的游记在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着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扩大了地质学

和地质学家的社会影响。以周口店古人类遗址挖掘工作而闻名的贾兰坡，在野外考察时

也十分注意收集各种资料。1949 年以前，贾兰坡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周口店地区，他在不

多的几次野外考察中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并撰写了许多短文，介绍地质学家的工作和

所到之处的民族和自然风光，这些照片和游记性短文多发表在《华北日报》、《北平新报》、
《益世报》②等报刊和《旅行杂志》、《西北通讯》等杂志上。黄汲清在新疆考察结束之后，

撰写了《天山之麓》( 独立出版社 1945 年初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 年再版) ，详细描述

了新疆的风土人情。
地质学家在科学普及方面的努力，不止体现在游记上。他们有过更大的设想和抱负。

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很多理想无法成为现实。杨钟健曾经设想创办一个像西方自然杂

志那样的图文并茂的刊物，但由于财力的限制一直未能如愿。于是他就邀集地质学领域

的专家学者，借助《世界日报》副刊发表科普文字，许多地质学家参与了这项工作。为了

①

②

参见“前言”，《中新晚报》，1945 年 9 月 12 日，第二版。
1948 年 10 月，地质学家贾兰坡从祁连山考察归来，就根据野外考察所得，为该刊撰写了《祁连山中的番民》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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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报纸副刊零碎的缺点，他们每半年把地质学的科普文章装订成册，“亦为社会人士所

欢迎”( ［7］，98 页) 。

4 余论: 科学普及的社会、战争与心理因素

在科学文化落后的中国社会，向社会大众普及科学知识成为提高国民科学素养、推动

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由政府推动的科学普及工作，主要通过建立相应的科学普及机构

或举办展览的形式，向大众传播科学知识。然而，科学普及并不仅仅局限于科学知识，还

应该包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而这种高层次的普及工作，更多地需要依靠科学家群体。
20 世纪上半叶，科学家的科普工作多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并非政府或机构的指派。

科学家在学术研究之余从事科学普及工作，有着多层面的原因。
从社会层面来看，1932—1937 年开展的中国科学化运动①，推动了科学家对科学大众

化重要性的认识。促使科学家“平日除作研究文章及从事标本整理等工作外，间或亦作

些通俗科学文章……以提倡科学大众化为目的”( ［7］，98 页) 。抗日战争则进一步使科

学普及落实在具体的实践中。抗日战争期间社会环境和工作条件不断恶化，但是社会大

众对科学知识的渴望，促使地质学家个人及地质学研究机构投入到普及科学知识的事业

中。中国地质事业的领导者翁文灏曾经呼吁: “中国学人在此时代，本身职责，固宜认真

致力于精深专门之工作，同时亦宜增加公开通俗之传宣。此种传宣，与其待之于假借转述

之途，不如沉潜力学者自行为之，庶亲切有力，更易取得社会之信用”［18］。
从地质事业发展的角度分析，向社会大众普及地质学知识对推动地质事业的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20 世纪 30 年代，曾经有学者呼吁: 中国“极少地质学方面之浅近书籍以借

一般人之阅览，许多学生进入北京大学之后，茫茫然弗明地质学所习为何事，因而观望不

前，未敢尝试，是编辑地质学丛书，藉以启发学子之地质思想，诚为刻不容缓之事”［19］。社

会大众对地质学知识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优秀人才进入这一学科领域。
以科学家的个人角度而言，撰写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科学普及读物是地质学家学术

之外的兴趣。中国早期的地质学家中，国学功底深厚、对文学艺术抱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大

有人在。但是纵观地质学家的科普著作，仍然以地质游记和地质学知识的普及论著为主。
作为一名科学家，主要的时间用于学术研究，无暇涉及其他知识领域。但是他们又“不甘

以一纯研究学问的人为限，而极力想把自然科学的知识向大众传播”( ［7］，156 页) 。抗

战期间的社会环境使科学家无法专心于学术的同时，也让学者们意识到了普及科学知识

是实现科学救国的途径之一。西南地区文化落后，迷信活动蔓延，地质学家紧密结合自身

的野外考察和学术实践，通过浅显易懂的文字形式普及恐龙化石知识、介绍洞穴的成因、
宣传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开启民智。与此同时，科学家通过人物传记以及野外考察记

录等形式，介绍地质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以及艰苦的野外工作。上述种种对于抗日

战争前后在中国社会破除迷信、传播科学思想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① 中国科学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高官和学者为主，以成立“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作为组织形式，以

《科学的中国》( 半月刊) 刊物为表达思想观点的平台的科学普及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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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y as an Example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ZHANG Jiuchen
(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CAS，Beijng 100190，China)

Abstract When modern geology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Chinese geologists engaged in ed-
ucation and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they began to popularize geological knowledge to the general
public．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there was an even greater demand in China for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all social classes，and instead of being stalled by the war，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boomed． Closely related to both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and the people's daily
lives，geology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aking geology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ributions of scientific institutions，academic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 scientists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s well as their approaches and
motives． Through this analysis，this paper offers a case study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geology and demonstrates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Keywords Anti-Japanese War，populariz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geology


